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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票据抗辩中的欠缺行为能力抗辩
郑宇*
（哈尔滨工业大学法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01）
摘要:依现有票据抗辩理论，欠缺行为能力的抗辩被视为对物抗辩的一种类型，属于不受限制的抗辩。本文认为，不论是从民法理论的角度，还是从票据法理论的角度来看，欠缺行为能力的抗辩都应是一种可限制的抗辩。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讨论了限制的具体情形及效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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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lea of lack of behavior ability in bill plea
ZHENG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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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theory of bill plea, the plea of lack of behavior ability is regarded as a type of real plea, belonging to the unlimited plea. This essay thinks that in spite of observing from the civil law theory or observing from the bill law theory, the plea of lack of behavior ability should be a limited plea. On this basic, this essay emphatically discusses the problems of Concrete situation and effect of the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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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能力是法律行为制度的前提条件，行为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是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之一。票据行为作为法律行为的一种，也要求行为人具有相应的票据行为能力，否则，其所为票据行为无效。当持票人要求其付款或向其追索时，行为人可据此提出抗辩，拒绝履行义务，此乃民法中的行为能力制度适用于票据法的当然结果。然而，票据法中的欠缺行为能力抗辩也有其特别之处，本文即以此为基点，提出若干不同于通说之观点，以就教于所有先进。

一、欠缺行为能力抗辩的性质
（一）传统理论
依传统票据法理论，票据抗辩按抗辩事由和抗辩效力的不同，分为对物抗辩和对人抗辩。对物抗辩又可分为一切票据债务人可对一切持票人行使的抗辩和特定票据债务人可对一切持票人行使的抗辩；对人抗辩可分为一切票据债务人可对特定持票人行使的抗辩和特定票据债务人可对特定持票人行使的抗辩[1]。

在对物抗辩中，一切票据债务人可主张的抗辩包括：（1）票据欠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2）更改了不得更改的事项；（3）违反票据金额记载规则；（4）记载了票据上不得记载的事项；（5）依票据上的文句不得提出请求；（6）票据债权因法院的除权判决而失效；（7）票据债权因依法付款而消灭；（8）票据债权因提存而消灭等。特定票据债务人可主张的抗辩包括：（1）欠缺票据行为能力；（2）票据伪造和变造；（3）无权代理；（4）欠缺保全手续；（5）时效消灭；（6）背书不连续[2]；（7）签章不符合规则；（8）期后背书；（9）禁止转让；（10）免责等[3]。在对人抗辩中，一切票据债务人可主张的抗辩包括：（1）持票人欠缺或丧失受领能力；（2）持票人欠缺形式的受领资格；（3）持票人欠缺实质的受领资格等。特定票据债务人可主张的抗辩包括：（1）原因关系不法；（2）原因关系欠缺或消灭；（3）欠缺对价；（4）基于当事人间的特别约定；（5）债权抵销或免除等[4]。

由此可见，在传统票据法理论中，欠缺行为能力的抗辩与无权代理、票据伪造等的抗辩一样，同属于对物抗辩中特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一切持票人行使的抗辩。因此，不管持票人取得票据时为善意或恶意，“在依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在票据上所为签章，而请求其履行票据义务时，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亲权人或者监护人，得主张被监护人所为的票据行为无效而提出抗辩” [5] 。因此，其具有不受限制的属性。

（二）新抗辩理论
在日本，后来的学者认为传统的二分说未必充分、准确，而主张将票据抗辩分为三种，即物的抗辩、依日本票据法第17条的人的抗辩和不适用该条规定的人的抗辩。所谓不适用第17条规定的人的抗辩，在当今日本，集中表现为有效性的抗辩。伪造、变造、无权代理等都是物的抗辩，这些情况中，被伪造人、变造之前签章的人，以及无权代理的本人等，都没有造成可归责于自己的某种权利外观。但是，被请求人对虚假的权利外观的形成有可归责性，对无恶意或重大过失相信票据债务有效成立而取得票据的人，被请求人基于权利外观理论就应当承担票据上的责任而不得提出抗辩，这种类型的抗辩被称为有效性的抗辩，肯定这种有效性抗辩的学说被称为新抗辩理论。成为票据债务有效性的事由有多种，除以上伪造、变造、无权代理外，还包括有关票据债务成立与否的人的抗辩，广义的交付契约瑕疵、欠缺等。换言之，在承认权利外观理论的基础上，关于票据债务有效性的抗辩可作为一种新的抗辩类型来统一对待[6]。

我国台湾学者也接受票据有效性的抗辩，称之为效力抗辩。其基本观点也是肯定权利外观理论，在票据债务人有可归责性，而受让人善意且无重大过失时，前者即不得援用效力抗辩以对抗受让人。基于此，票据抗辩分为三类，即票据证券内容之抗辩、票据证券效力之抗辩及人的抗辩。票据证券效力抗辩的具体事由包括无权代理、伪造、变造、提存和除权判决等[7]。

我国大陆学者对票据抗辩分类的讨论，基本还停留在传统的对物抗辩和对人抗辩的二分法上，有突破性的观点之一是把票据抗辩分为依票据外观书面记载发生的抗辩（此种抗辩因不可限制，故也称为不可限制的抗辩）和不依票据外观书面记载发生的抗辩（此种抗辩因可以限制，故也称为可限制的抗辩）两种。其中，欠缺票据行为能力的抗辩属于不依票据外观书面记载发生的抗辩，是可限制的抗辩。“持票人若有证据证明该行为人不是无票据行为能力人或限制票据行为能力人时，该种抗辩即应受到限制”[8]。另一有突破性的观点是整合前述日本及台湾学者的观点，认为在承认权利外观理论的基础上，票据抗辩可分为对物抗辩、对人抗辩与介于对物抗辩和对人抗辩之间的抗辩三类。介于对物抗辩和对人抗辩之间的抗辩是一种以不受限制为原则，受限制为例外的抗辩，其具体包括无权代理的抗辩、伪造的抗辩、变造的抗辩、票据已付款的抗辩、交付欠缺的抗辩以及空白票据不当补充的抗辩等[9]。

可见，在对票据抗辩分类进行检讨的过程中，以权利外观理论为基础的新抗辩理论并未把行为能力欠缺这一抗辩事由纳入自己的视野。也就是说，在新抗辩理论对票据抗辩类型进行三分的情况下，欠缺行为能力抗辩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依然属于对物抗辩，以不受限制为其特征。虽然也有学者认为欠缺行为能力的抗辩是可以限制的，但其理由却有失偏颇。按照其逻辑，所有抗辩都是可受限制的，只要能够证明抗辩事由不存在。这一逻辑显然背离我们研究票据抗辩分类的初衷。笔者以为，研究票据抗辩分类的意义在于，在肯定抗辩事由存在的情况下，确定每一事由的归属，并进而说明其可否受限制，而抗辩事由是否存在这一事实问题不是票据法学的论题。因此，依该说做一推论的话，欠缺行为能力的抗辩依然属于不可限制的对物抗辩。

（三）本文观点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传统的抗辩理论，还是新抗辩理论，都将欠缺行为能力的抗辩作为对物抗辩来看待，进而否定其可限制性。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欠缺行为能力的抗辩也应是可限制的抗辩，理由如下： 

1、票据法上的考量

对票据抗辩进行限制的目的是为促进票据流通，传统上把不受限制的对物抗辩和受限制的对人抗辩作为票据抗辩的基本分类，应该说是考虑票据交易的静的安全和动的安全。但对物抗辩有害票据交易安全，会成为票据交易安全的阻碍原因，必须限定在从保护票据债务人的观点是必要的和不得已的事由范围内，并且是取得票据时必须注意的事由[10]。为此，学者们以权利外观理论作为基础，对票据抗辩重新进行分类，一改传统的二分法，将票据抗辩三分为对物抗辩、对人抗辩和有效性抗辩。其实质是因应外观与真实相分离这一常见事实，将传统对物抗辩中那些外观与真实可能分离的事由分出，单独作为有效性抗辩的事由，使得无权代理、伪造、变造、交付欠缺等抗辩在符合权利外观的前提下成为可限制的抗辩，以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票据流通。笔者认为，欠缺行为能力与无权代理、伪造、变造、交付欠缺等一样，也是外观与真实可能相分离的事由，例如限制行为能力人宣称其已得法定代理人允许为票据行为，其法定代理人知悉此情况却未加否认，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善意持票人即有依权利外观理论进行保护的必要。

2、民法上的考量

欠缺行为能力抗辩是民法上行为能力制度在票据法上的体现，其是否受限制如果只从票据流通的角度考虑似嫌不够，回归民法作一番考量应是必要的。民法中的行为能力制度旨在保护思虑不周之未成年人及有残障之成年人，且有“无行为能力人及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保护优于交易安全”之理念[11]。但也存在“限制行为能力人用诈术使人信其为有行为能力人，或已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许者，其法律行为为有效”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83条），更有学者从加强交易安全及相对人保护的角度出发，认为对所谓“诈术”应从宽解释，并不限于积极的诈欺策略，如提示伪造之户口文件，法定代理人之允许书等，即单诈称其已成年或已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许，致使相对人发生错误，或对相对人之误信不加声辩，以欺其失察，苟故意引起相对人之误信或加强其误信者，均包括之[12]。可见，民法对于欠缺行为能力人之保护也并非绝对。笔者认为，这种例外规定旨在弥补以年龄为主要判断标准的行为能力制度对于交易安全保护的缺失，在限制行为能力人有责地引起外观的情况下，强制其所为的法律行为有效，以保护善意的相对人。此一精神正与权利外观理论相契合，因此欠缺行为能力的抗辩在民法上也存在受限制的根据。

二、欠缺行为能力抗辩受限制之具体情形
（一）民法之限制
票据法对于行为能力并无具体之规定，因此，票据行为人是否有行为能力应以民法之规定为判断基准。如果民法对于行为能力的抗辩有相应的限制，依据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票据法也自当对该种抗辩有所限制。具体言之，包括以下几种限制：

1、已得法定代理人的允许。限制行为能力人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应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许。如果限制行为能力人为票据行为时已得法定代理人的允许，其所为之票据行为即为有效，当持票人请求其付款或向其追索时，其法定代理人不得以其为限制行为能力人而提出抗辩。

2、独立营业。法定代理人允许限制行为能力人独立营业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关于其营业有行为能力，且客观上与其营业具有关联的必要行为，无论其为契约或单独行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均具有行为能力[13]。如果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为之票据行为系与其被允许之营业具有关联的必要行为，则其所为之票据行为亦为有效，不得再以欠缺行为能力为由提出抗辩。

3、日常生活所必需。限制行为能力人虽未成年，但也具备一定的识别能力，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参与社会生活日密，如果事事须由法定代理人代理或经其允许，系属不太可能。因此，“限制行为能力人依其年龄及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需之行为，无庸法定代理人之允许，限制行为能力人得独立为之。何种行为属于日常生活所必需，除考虑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年龄、身份外，尚须就现代生活，从宽加以认定，以促进未成年人个性的自由发展”[14] 。笔者以为，这里的“日常生活所必需”系指原因行为而言，但可类推适用于票据行为。例如，未成年大学生在饭店聚餐之行为如果被认为是日常生活所必需，则以支票付餐款的行为亦属之。

4、强制有效。前已论及，此不赘述。

（二）票据法之限制
票据法对于欠缺行为能力抗辩的限制以权利外观理论为依据，当欠缺行为能力人为票据行为时，存在其有票据行为能力的外观，且相对人为善意，该票据行为人的法定代理人则不得以欠缺行为能力为由对抗持票人。典型的情形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宣称其已得法定代理人允许为票据行为，其法定代理人知悉此情况却未加否认，使相对人相信该限制行为能力人已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许，则当相对人行使付款请求权或追索权时，该法定代理人不能以票据行为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而提出抗辩。至于是否存在其它应适用权利外观理论的情形，则由法官在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就具体情形加以判断。对于民法中已加以限制的情形，如前述强制有效之情形，其虽与权利外观理论相符，但既已由民法明文排除其抗辩可能性，则无适用权利外观理论的余地。

三、欠缺行为能力抗辩限制的效力
已如前述，欠缺行为能力抗辩是一种可限制的抗辩，当存在某种特定情形时，行为人的法定代理人即不得以欠缺行为能力为由对抗善意相对人。这在欠缺行为能力人与其直接后手之间加以适用固不成问题，但当欠缺行为能力人的直接后手将票据转让之后，是否仍然限制欠缺行为能力的抗辩，便不能无疑。笔者以为，应区分限制的来源，而异其效果。具体言之，如果对于欠缺行为能力抗辩的限制来源于民法的规定，则对于票据之取得人，不论其为直接后手还是间接后手，也不论其是善意还是恶意取得之人，都应适用该限制，即不得以欠缺行为能力为由对抗该持票人。因为在民法限制的场合，欠缺行为能力的瑕疵已被治愈，该行为人成为有行为能力之人，其所为之票据行为亦为有效之行为，依该行为承担义务乃当然之理。但在强制有效场合则要求票据取得人为善意方可限制票据行为人的抗辩，因为强制有效的前提是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行为能力，即善意且无失；如果对于欠缺行为能力抗辩的限制来源于票据法中的权利外观理论，则欠缺行为能力的瑕疵未被治愈，只是出于保护信赖外观之善意相对人的目的才例外的由行为人负票据责任，因此，是否限制欠缺行为能力的抗辩，应就各票据取得人作个别观察——对于符合权利外观理论的取得人给予保护，限制行为人的抗辩；对于不符合权利外观理论的取得人，则得行使欠缺行为能力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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